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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不同解”: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类型的差异
及其生成机制
张桂蓉1,2,张　 颖1

(1.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 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

摘要:面对同一类型的突发事件,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危机学习内容与形式却截然不同,
形成了危机学习中的“同题不同解”现象。 以 89 起生产安全事故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

扎根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全面揭示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研究

发现:认知、行动、制度等学习内容的复杂组合构成了基础认知型、整合行动型、综合叠加

型共 3 种危机学习类型,且其选择受到了“事故属性” “上级推动” “社会压力” “自我驱

动”“惩戒威慑”等生成因素的综合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级推动”是 3 类学习的共

同生成因素,但其生成过程受到其他因素的交织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成机制:“上级推

动 属性驱动”机制生成了基础认知型危机学习,“上级推动 内外驱动”机制生成了整合

行动型危机学习,“上级推动 自我驱动”机制生成了综合叠加型危机学习。 因此,需针对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特点提出具体策略,旨在为地方政府危机学习效果的改善及危机管

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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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危机学习中的“同题

不同解”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厂出事

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 [1] ,
强调用危机学习推动安全生产治理。 2018 年,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要

求地方政府“每年定期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

势”,并“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2] ;2021 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

法》)明确指出要“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

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总结

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 [3]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

要》也着重强调,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

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 [4] 。 绝大部分安全事故由人为因素引起,
因此在事故发生后及时进行危机学习不仅能够

增强公共部门管理者对危机的理解[5] 、强化组

织的应急准备与应急预防等策略,更能促进组

织制度变革[6] ,有效预防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

灾难。 在一系列政策要求下,危机学习被广泛

纳入地方政府安全生产治理实践。 然而,在高

度相似的制度环境与政策要求下,即便面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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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相似、等级相同的生产安全事故,地方政府在

危机学习的内容和形式上仍表现出巨大差异。
如,2020 年 3 月,F 省某市发生重大坍塌事故,
致 29 人死亡、42 人受伤,学习活动集中于专项

整治与隐患排查等①;同年 8 月,S 省某市发生

重大坍塌事故,致 29 人死亡、28 人受伤,当地

政府于事故后立即开展了“召开会议、贯彻落

实中央精神” 等学习活动②;2021 年 7 月,J 省

某市发生重大坍塌事故,致 17 人死亡、5 人受

伤,地方政府不仅开展事故警示教育、组织

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而且

出台了《房屋使用安全分类管理办法》 ,推动

房屋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③。 这类“ 同题

不同解” 的现象表明,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

并非简单的流程响应,更不是遵循统一模

板,而是受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复杂实践。
那么,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出现差

异化的危机学习?
目前,学界关于危机学习的研究多集中在

影响因素、类型及学习过程等方面。 其一,聚焦

于“为什么学习”,学者主要探讨了推动危机学

习的影响因素,涉及官员个体及组织层面等,前
者包括领导者的危机处置经验[7] 、危机领导

力[8] 、公共服务动机[9] 等,后者涵盖了数字技

术[10] 、政治压力[11] 、邻近区域带来的学习示范

效应[12]等。 与此同时,阻碍危机学习的因素也

是重要的探讨内容,主要指政府组织的内部制

度,如体制机制僵化[13] 、 危机学习机制缺

失[14] 、严厉的问责制度[15] 及事故调查制度的

行政性与官僚性等[16] 。 其二,关于危机学习类

型的探讨,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二维分析视角将

危机学习划分为不同的组合类型,如刘一弘等

基于信息来源与学习主体将危机学习划分为系

统反馈式、控制集中式、压力反应式及沟通回应

式等[17] ;文宏等基于上级政府的权威介入程度

与下级政府的自主选择空间,将危机学习划分

为纵向干预型、自主驱动型和双向平衡型[18] ;
也有学者根据单一维度进行分类,如 Deverell
等基于组织结构认为,分散式团队在危机发生

后倾向于行为学习,而集中式团队则倾向于认

知学习[19] 。 其三,聚焦“如何开展学习”,可概

括为知识管理、组织结构及情境驱动 3 种视角。

知识管理视角的研究主要基于知识管理理论提

炼危机学习的过程,如知识获取 信息分配 信

息解释与内化[20-21] ;组织结构视角的研究强调

组织在应急状态下为推动危机学习所作出的结

构性调整,揭示科层组织纵向干预下政府危机

学习的演进过程[22-23] ;情境驱动视角的研究强

调外部情境对政府危机学习的塑造,如地方政

府实现双环学习的关键在于满足上级任务导

向、学习问题导向及利益主体需求导向[24] 。
这些研究构成了危机学习议题丰富的研究

成果,但仍难以解释危机学习中的“同题不同

解”现象。 一方面,现有研究虽识别了危机学

习的影响因素,但缺少对不同因素作用程度的

讨论,难以解释制度环境、政策要求相似因素下

的学习差异;另一方面,虽然有研究讨论了不同

的危机学习类型,但多停留于危机学习行为本

身的分析,学习过程的研究与类型的研究衔接

不够,且大部分关注描述层面,缺少对地方政府

危机学习底层逻辑的考量,更缺乏从差异化的

视角解构危机学习的生成。 基于此,本研究以

2012—2024 年的 89 起生产安全事故为研究样

本,聚焦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异质性及其生成

机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

类型有哪些、是什么因素导致地方政府生成了

不同类型的危机学习、这些危机学习类型背后

的生成机制分别是什么。 通过解决这些问题,
本研究以期深化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理解,
旨在为优化危机学习实践、提升危机学习效果

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起点是对地方政府在事故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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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相关事故调查报告、涉事政府应急管理局公

众号发布的《致全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

公开信》《致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公开

信》等。
数据来源:相关事故调查报告、县官方公众号《全县安

全生产工作沉思推介会召开》。
数据来源:相关事故调查报告、涉事政府应急管理

局公众号发布的《 强化风险隐患治理 　 筑牢安全生产底

线———召开安全生产现场警示教育大会》 、涉事政府官网

发布的《 区委书记带队督查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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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学习呈现差异化现象的长期观察,属于

“现象驱动型”研究,适合采用规范可塑的情境

研究法[25] 。 扎根理论是情境研究方法论的典

型[26] ,且具有可追溯性,能够较好地克服传统

定性研究过程难以追踪的问题[27] 。 但是,扎根

理论难以把握各生成因素在不同类型学习中

的作用强度与重要程度,从而影响危机学习

生成机制的进一步揭示。 已有研究指出,从
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能有效解释危机中组织学

习的生成[28] ,以弥补扎根理论在机制分析方

面的不足。 因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识别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因素及其类型,继
而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将生成因素视为网络节

点,构建共现关系网络,识别不同类型学习中

生成因素的作用强度,进而揭示具体的生成

机制。
2.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研究材料包括两个方面(表 1):
一是采用访谈法获得 H 省 C 市特别重大居民

经营性自建房倒塌事故的实地调研资料,为解

释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提供微观、细致的

实证依据。 二是采用网络田野法获取的文本资

料[29] ,这部分文本资料的获得步骤如下:第一

步,在全网无差别检索并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发生的 203 起生产安全事故①。 第

二步,在确定事故名称、发生日期等信息的基础

上,进一步收集事故调查报告、涉事政府部门发

布的危机学习动态、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等。
其中,事故调查报告包含事故详细过程、原因分

析及教训总结,在危机学习研究中被广泛应

用[30] ;政府官方发布的学习动态直观体现了涉

事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情况;新华社、《人民日

报》等权威媒体发布的新闻则可对上述文本资

料进行补充与验证。
由于案例时间跨度较大,部分案例存在

“数据腐化” 问题,为确保数据质量,在正式开

展研究前对案例进行筛选,标准如下:一是可获

得性,资料处于公开状态,且来源于政府官网、官
方媒体等渠道,以确保数据真实合法;二是完整

性,每起事故须有相应的事故调查报告及学习动

态,以确保数据丰富;三是代表性,所选案例应涵

盖多种类型的事故(如道路交通事故、建筑施工

事故、煤矿事故等),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推广性与

适用性。 基于这些标准,本研究确定了 89 起生

产安全事故②,文本资料总计约 180 万字。

三、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因素及

类型识别

　 　 1. 编码过程

遵循一致性、开放性、独立性、灵活性原则,
由 3 名编码员对研究材料进行编码。 具体操作

方式为:首先,开放性编码共得到 265 个一级编

码,进一步凝练形成 44 个二级编码③。 其次,
开展选择性编码,对 44 个二级编码进行筛选、
剔除,得到 17 个副范畴。 最后,对 17 个副范畴

进行主轴编码,确定“上级推动” “社会压力”
“自我驱动” “事故属性” “惩戒威慑” “学习内

容”等 6 个主范畴(表 2)。 ④

表 1　 资料来源及其类型

资料类别 资料来源 编号

访谈资料 半结构化访谈 a

文本资料

事故调查报告 b

涉事政府事故发生至调查报告公布一年内发布的学习动态④ c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布的新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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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防止因“数据腐化”带来的研究结论偏差,选取 2012 年以来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留索备查。
留索备查。
收集该时间段资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可以侧面观察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调整和优化,及这些调整是如何应

对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变化的,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地方政府为何会生成不同类型的危机学习;另一方面,事故调查报告发布后,地
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需要时间,且对于一些重特大事故,官方会进行一周年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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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其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上级推动

指导部署

会议动员

工作督导

资源支持

直接组织

社会压力 舆论关注

自我驱动
责任意识

风险意识

事故属性

事故严重性

事故类型

事故致因

惩戒威慑

轻度问责

中度问责

重度问责

学习内容

认知类学习

行动类学习

制度类学习

　 　 2.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涉

及如下生成因素:①“事故属性”激发了学习需

求,地方政府在事故类型、致因和严重性的基础

上形成初步的学习判断。 ②“上级推动” 通过

指导部署、工作督导、会议动员、资源支持等方

式引导地方政府开展学习行动。 ③“社会压力”
通过舆论关注督促地方政府提升学习能力。 ④
“自我驱动”反映了地方政府在风险意识、责任

意识等方面的主动性,是危机学习的正向驱动。
⑤“惩戒威慑”体现了事故问责对危机学习的反

向驱动。 5 类因素在危机学习生成过程中以不

同的作用方式,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危机学

习行为。
3.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类型识别

危机学习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分层[31] 。 阿

金·伯恩等认为,组织危机学习可划分 3 类:以
经验为基础、以能力或技术为基础、以解释为基

础,分别强调组织对危机的认知、技术或能力提

升及对制度流程的理性分析[32] 。 结合扎根理

论的分析结果,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

内容包括认知、行动与制度 3 种类型:认知类学

习侧重提升组织对危机性质、成因的理解,通过

总结经验教训、开展应急培训、宣传知识科普等

方式强化组织对危机的认知;行动类学习超越

了认知层面,聚焦具体学习措施的实施,如通

过应急培训、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应急设备

升级、应急演练等切实的行动提升危机应对

能力;制度类学习则是对组织结构、规章制度

等方面进行更新,包括统一标准、机构改革、
制度创设、机制优化、方案完善等,体现了变

革取向的学习逻辑。
尽管面向生产安全事故的危机学习内容包

括认知、行动与制度 3 个基本维度,但回顾案例

材料可发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绝非局限于单

一内容,而是在不同内容维度上各有侧重。 一

些地方政府集中于警示教育、宣传培训等认知

类学习活动,在行动与制度层面的学习活动较

少;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开展认知学习,还实施专

项整治、技术改进等具体行动类学习活动;部分

地方政府在认知与行动类学习的基础上,进一

步推动组织制度层面的改变。 基于这一观察,
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划分为 3 种类型,分别对

应地方政府在认知、行动、制度 3 方面的侧重程

度(表 3)。
表 3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类型

学习类型 学习内容 学习特点

基础认知型 认知类 强认知 弱行动 弱制度

整合行动型 认知类 & 行动类 强认知 强行动 弱制度

综合叠加型
认知类 & 行动
类 & 制度类

强认知 强行动 强制度

　 　 ①类型 1:基础认知型学习。 这类学习具

有“强认知 弱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即地方政

府危机学习主要表现为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但
行动和制度方面学习内容薄弱,以至于在研究

资料中难以发现。 此类学习强调知识内化,要
求组织成员从事故中提取关键信息,并将其转

化为经验教训。
②类型 2:整合行动型学习。 这类学习具

有“强认知 强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地方政府

在事故发生后采用认知、行动兼而有之的策略,
但在制度层面的学习仍相对不足。 整合行动型

学习是基础认知型学习的延伸,通过具体的行

动策略提升组织危机应对能力。
③类型 3:综合叠加型学习。 这类学习呈

现“强认知 强行动 强制度”的特点,地方政府

在事故发生后先后或同时采取认知、行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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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学习。 综合叠加型学习是对前述两种类型

学习的进一步深化,表现为采取全方位、多维度

的学习措施,不仅着眼于组织成员知识的增强

及组织整体行动的优化,而且会调整组织的制

度、方案与体系等。

四、地方政府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

生成因素

　 　 1.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案例匹配

在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之前,须根据 3 种类

型危机学习的特点进行案例匹配。 经筛选,
分别确定基础认知型学习的 17 个案例、整合

行动型学习的 53 个案例、综合叠加型学习的

19 个案例。 其中,整合行动型学习融合了认

知与行动两种学习内容,在实践中较为普遍,
因此获得案例最多。 为便于后续数据分析,依
据材料丰富程度与事故时间,对整合行动型学

习的 53 个案例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 18 个

案例(表 4)。
2.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生成因素共现矩阵

构建

当社会网络分析的数据源自互联网的“书

面记录”时,须根据这些信息的内在逻辑对节

点赋值[33] 。 本研究将扎根理论得到的生成因

素(即二级编码结果) 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节

点进行赋值:一方面,对各起事故的研究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另一方面,对照生成因素,根据案

例中的具体信息逐一赋值。 为确保准确性,采
用随机抽样复核的方式,在完成所有案例生成

因素的赋值后,从中随机抽取案例重新赋值。
各生成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且不涉及因果方

向性,因此本研究采用无向矩阵。 以每种类型

危机学习对应生产安全事故为行,以生成因

素为列,结合生成因素的编码规则,统计每类

危机学习生成因素频次,构建危机学习类型 i
的生成因素数据集 Y i(图 1) 。 对数据集进行

转化,基于共现原则构建危机学习生成因素共

现矩阵。
3.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识别

基于危机学习生成因素共现矩阵,运用

Ucinet
 

6. 0 软件进行网络内部结构分析及中心

度分析。 其中,网络内部结构分析包括凝聚子

群分析与核心 边缘分析,采用块模型进行凝聚

子群分析[34]148-175,采用离散模型进行核心 边

表 4　 部分案例①

学习类型 序号 事件 日期 学习内容

基础认知型

1 RA 省 B 市 C 县“7·23”重大边坡坍塌事故 2022. 07. 23 事故警示

2 RB 省 B 市 C 县“8·14”重大溃砂溃泥事故 2021. 08. 14 事故警示、应急培训

3 RC 省 B 市 C 县“7·2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2021. 07. 26 事故警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4 RD 市 B 区“12·4”重大火灾事故 2020. 12. 04 事故警示、应急培训

整合行动型

1 XA 省 B 市 C 县“2·23”火灾事故 2024. 02. 23 事故警示、消防宣传、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2 XB 省 B 市 C 区“7·23”重大坍塌事故 2023. 07. 23 事故警示、安全专项整治、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3 XC 省 B 市 C 区“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 2023. 06. 21 事故警示、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

4 XC 省 B 市 C 县“4·17”重大火灾事故 2023. 04. 17 事故警示、安全专项整治

综合叠加型

1 DA 省 B 市 C 县“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2024. 01. 24
消防安全宣传、安全培训、消防演练、出台
《渝水区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渝
水区突发事件能源保障应急预案》

2 DB 省 B 市 C 县“1·12”重大煤与瓦斯突出
事故

2024. 01. 12 应急培训、安全设施改造升级、出台《关于征
集重大事故隐患问题线索的公告》

3 DC 市 B 区“4·18”重大火灾事故 2023. 04. 18
安全检查、专项督导督查、大排查大整治、应急
演练、出台《关于完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以高
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见》

4 DD 省 B 市 C 区“7·15”重大透水事故 2021. 07. 15 事故警示、安全检查、区政府成立应急救援中心

　 　 注:限于篇幅,每类危机学习只展示 4 个案例,各类危机学习具体案例留索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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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学术敏感性,对收集的事故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具体命名规则如下:针对省级政府,从 A 开始顺延编号;针对市级政

府,统一表示为 B;针对区县级政府,统一表示为 C。 为区分学习类型,在每个案例编号前添加学习类型缩写字母,其中,基础认知

型学习案例为“R”、整合行动型学习案例为“X”、综合叠加型学习案例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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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危机学习生成因素的数据集

缘分析[34]266-286。 中心性分析包括点度中心性

分析与中介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度越大,表明

各因素越重要;中介中心度越高,表示节点发挥

的“桥”的作用越大,所处的位置越核心。 根据

二八法则,选取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排名

前 20%的生成因素①。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结果,依据以下标准判断

该因素是否为关键生成因素:第一,该因素处于

网络核心区域或核心子群;第二,该因素的点度

中心度或中介中心度位于前 20%。 基于此,识别

了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表 5)。

五、地方政府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

生成机制解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3 类危机学习存在共同

关键生成因素:F1 (中央批示) 和 F4 (现场指

导),二者均属于上级推动类因素。 其中, F1
(中央批示)代表了中央政府对事故的关注与

重视,尽管并非正式的政务公文,但以非制度化

的方式发挥着制度化的作用,通过自上而下的

指令进行有效的学习动员[35] ;F4(现场指导)
体现了上级政府在事故后为涉事地方政府提供

的学习指示,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

效果。 这说明,上级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及行动

性介入是地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不可或缺的核

心因素,前者通过政治注意力与象征性权威推

动了学习开启,后者落实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

的具体行动路径。 然而,危机学习的生成过程

还受到多方因素(如事故属性、问责强度、舆论

关注及官员主观认知与态度等) 的综合影响,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直接作用于生成过程,最终

形塑了危机学习的多样形态。
1. 基础认知型学习:“上级推动 属性驱

动”机制

基础认知型学习是“上级推动” “事故属

性”“惩戒威慑”“社会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F1(中央批示)、F2(中央指示)、F4(现场

指导)、F6(挂牌督办) 构成了典型的“自上而

下”机制,是中国治理情境下推动危机学习的

重要因素。 其次,事故本身的特征对基础认知

型学习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如 F23(交通安

全)与 F29(人为操作失误)说明该类学习主要

体现在交通安全事故上,而此类事故通常归因

于人为错误、设备故障等偶发性因素,与地方政

府安全工作关联度较低,且其指向的问题通常

超出了政府直接干预的范围。 面对这类事故,
地方政府不仅在行动层面难以展开危机学习,
且在制度反思空间上也相对受限,导致危机学

习浅层化。 再次,社会压力类相关的生成因素

F14(舆论关注)反映了社会的期望和压力,在
媒体聚焦与公众舆情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通过

事故警示、宣传教育等对外展示“正在学习”,
在此过程中,危机学习更多地被功能化为一种

策略性沟通工具。 最后,F18(轻度问责) 说明

地方政府在事故发生后所需承担的责任较轻,
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也
不会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职务与政治前途产生较

大影响。 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倾向选择低成

本的认知学习,而非行动调整或制度改革。

表 5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

学习类型 关键生成因素

基础认知型
F1(中央批示)、F2(中央指示)、F4(现场指导)、F6(挂牌督办)、F14(舆论关注)、F18(轻度问责)、F23(交通安
全)、F29(人为操作失误)

整合行动型 F1(中央批示)、F4(现场指导)、F6(挂牌督办)、F12(文件部署)、F14(舆论关注)、F15(预防风险)
综合叠加型 F1(中央批示)、F4(现场指导)、F7(督查暗访)、F12(文件部署)、F15(预防风险)、F17(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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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需说明,“事故属性”类生成因素为独立风

险源且位于多个核心子群,这意味着该类因素在

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生成过程中具有结构性主导地

位。 相比之下,F14(舆论关注)和 F18(轻度问责)
虽对学习生成产生影响,但更多体现为催化作用,
且在事故属性明确后才得以显现。 换言之,基础

认知型学习生成更多取决于事故本身的特征,“社
会压力”与“惩戒威慑”类因素则加速并催化了学

习进程。 因此,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生成机制可概

括为“上级推动 属性驱动”(图 2)。

图 2　 “上级推动 属性驱动”机制

2. 整合行动型学习:“上级推动 内外驱

动”机制

整合行动型学习是上级推动、外部社会压

力与内部风险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
上级推动方面,除 F1(中央批示)、F4(现场指

导)等常规因素,F6(挂牌督办)与 F12(文件部

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挂牌督办体现

了较高的政治站位,超出了常规的治理模式,强
化了上级政府对地方安全管理的监督力度,提
高了地方政府对危机学习的重视程度。 挂牌督

办也影响了基础认知型危机学习的生成过程,
但该因素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中心度远大于

在基础认知型学习中的数值①。 在网络结构、节
点数、节点内容一致情况下,若因素的点度中心

度与中介中心度在两个网络中数值存在差异,相
对于数值低的网络,该因素在数值高的网络中作

用更为关键,影响力也更为突出[36] 。 因此相对

于基础认知型学习,挂牌督办在推动地方政府采

取整合行动型学习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说
明当挂牌督办传导的压力更突出时,地方政府更

有可能采取具体的学习行动。 已有研究指出,上
级政府的任务导向是地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

重要驱动因素[24] ,文件部署是一种更加清晰的

指示,以正式的方式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学习指

令,明确了危机学习的内容与要求。 其次,F14
(舆论关注)使政府行动时刻处于社会监督中,
倒逼政府积极回应、认真学习。 该因素在整合行

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大于在

基础认知型学习的数值②,说明“舆论关注”对整

合行动型学习的作用更显著。 整合行动型学习

涉及具体行动的落实,也更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

重视。 最后,F15(预防风险)体现了深层次的内

部驱动力,反映了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风险意

识,促使其积极采取行动查漏补缺。 值得注意的

是,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显示,F14(舆论关注)的

中心度均大于 F15(预防风险)③,这说明地方政

府采取整合行动型学习更多地受到外部压力影

响,也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内部认知的不足是

没有出现深层次学习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上级政府的制度性推动下,社

会舆论压力构成外生力量,内部风险认知构成内

生力量,共同推动地方政府危机学习从认知回应

拓展至行动调整,因此,整合行动型学习的生成

机制可概括为“上级推动 内外驱动”(图 3)。

图 3　 “上级推动 内外驱动”机制

3. 综合叠加型学习:“上级推动 自我驱

动”机制

综合叠加型学习是上级推动类因素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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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F6(挂牌督办)在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点度中心度为 17,
中介中心度为 7. 95;在整合行动型学习的点度中心度为 30,相
对中介中心度为 9. 24。

F14(舆论关注) 在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点度中心度为

15,中介中心度为 5. 61;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30,中介中心度为 9. 24。
F14(舆论关注)点度中心度为 30,中介中心度为 9. 24;

F15(预防风险)点度中心度为 28,中介中心度为 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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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F1(中央

批示)、F4(现场指导)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仍

具有重要作用,F7(督查暗访)、F12(文件部署)
同样构成了该类学习的关键因素。 其中, F7
(督查暗访)是综合叠加型学习的特有生成因

素。 督查暗访作为一种“突击式”的检查,通常

能够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在常态下的危机学习

情况,能够有效检验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效果,
有效避免形式主义的危机学习; F12 (文件部

署)体现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任务型指

令,其内容具有高度的操作性和指向性,其在综

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均

低于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数值①,说明该因

素在推动地方政府开展整合行动型学习的作用

更显著。 其次,F15 (预防风险)、F17 (领导责

任)均属于自我驱动因素,说明地方政府采取

综合叠加型学习明显受内部认知影响。 F15
(预防风险)反映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意识,该因

素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大于在整

合行动型学习中的数值②,这说明其在综合叠

加型学习的生成中处于更核心的位置,侧面

反映有风险意识的政府会更乐于采取深层次

的学习,与整合行动型学习“舆论关注” 作用

大于“预防风险” 的发现相印证,进一步说明

综合叠加型学习的生成具有更高程度的内生

性。 F17(领导责任) 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意识,不仅驱动地方政府积极学习和吸取教

训,更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入反思、持续

改进。
综上所述,综合叠加型学习的生成既依赖

上级政府制度性推动的作用,也受地方政府内

部自我驱动的影响,因此其生成机制可概括为

“上级推动 自我驱动”(图 4)。

图 4　 “上级推动 自我驱动”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2025 年 11 月,香港宏福苑火灾造成严重

的人员伤亡,引发广泛关注。 事实上,香港历史

上多次发生类似火灾,暴露出公共部门危机学

习反复失灵的困境,也再次凸显了有效危机学

习的紧迫性。 作为危机管理的末端环节,危机

学习不仅承载着事故教训的转化功能,更是从

“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转变的关键。 然而,
在实践中,危机学习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不

确定性,其生成过程长期处于“黑箱”状态。 本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探究了不同类型危机学习

的生成因素及生成过程,揭开了这一“黑箱”,
以指导地方政府改善危机学习效果,提升应急

管理能力。 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已有研究多以单一维度或二维度为

标准划分学习类型,本研究从实证材料中归纳

发现,面对同一类型的突发事件、同样的上级推

动,同一层级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内容不同,这
些内容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学习类型:基
础认知型、整合行动型、综合叠加型。 其中,基
础认知型学习侧重认知内化,具有“强认知 弱

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整合行动型学习在认知

基础上开展具体的行动整改,具有“强认知 强

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综合叠加型学习是对前

两种学习的深化与扩展,具有“强认知 强行

动 强制度”的特点。
第二,在现有研究初步探讨了危机领导力、

学习动机等个体因素及结构、制度等组织因素

对危机学习影响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差异根源于生成因素的作

用强度与组合差异。 生成因素可归纳为 5 类:
“上级推动” “社会压力” “自我驱动” “惩戒威

慑”“事故属性”,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度及组合

塑造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不同样态。 基础认

知型学习生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为“上级推

动”类(中央批示、中央指示、现场指导、挂牌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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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12(文件部署)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30,中介中心度为 9. 24;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29,中介中心度为 5. 83。
F15(预防风险)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28,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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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与“事故属性”类因素(交通安全、人为操作

失误);整合行动型学习生成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的为“上级推动”类(中央批示、现场指导、挂
牌督办、文件部署)、“社会压力”类(舆论关注)
与“自我驱动”类(预防风险);综合叠加型学习

生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为“上级推动”类(中

央批示、现场指导、督查暗访、文件部署)与“自

我驱动”类(预防风险、领导责任)。 值得注意

的是,本研究发现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虽然是

地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事实基础,但并非决

定学习类型的核心因素。
第三,以中央批示与现场指导为代表的

“上级推动”类因素,是 3 类学习的共同关键生

成因素,体现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及行动

性介入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重要性,凸显中

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动员特征,这一

发现是对经典组织学习理论的有益补充。
Argyris 等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基于内部反思、
目标调整与制度修正的渐进过程[37] 。 然而,本
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治理情境中,组织的学习行

为并非完全依赖组织自主认知的内发性演进,
而是受到自上而下传导的制度性要求与动员影

响。 此外,挂牌督办与舆论关注是基础认知型

学习与整合行动型学习的共同关键生成因素,
其对后者的作用更显著,侧面反映了整合行动

型学习受到外部压力与内部动能的共同驱动。
预防风险是整合行动型学习与综合叠加型学习

的共同关键生成因素,其对后者的作用更加明

显,这说明深层次的危机学习往往依赖于学习

主体内部能动性的激活[38] 。 督查暗访是综合

叠加型学习中特有的关键生成因素,通过突击

式的检查方式倒逼地方政府深入地展开危机

学习。
第四,各类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表现出结

构性差异,进而呈现不同的生成机制。 基础认

知型学习受事故属性影响,多见于交通安全事

故或由操作失误引发的事故,这些事故与政府

的管理体系、监管措施关联不紧密,因此地方政

府多采用低成本的认知学习,形成“上级推动

属性驱动”机制;整合行动型学习受到舆论关

注与风险意识的驱动,形成“上级推动 内外驱

动”机制;综合叠加型学习源于地方政府内部

的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形成“上级推动 自我

驱动”机制。 尽管 3 类危机学习的生成机制存

在显著差异,但“上级推动”在 3 类机制中作为

结构性常量始终存在,凸显了压力型体制下地

方政府面临的刚性要求与自我能动性之间的张

力。 一方面,事故爆发后,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

的要求下以学习回应上级政府传导的压力,实
现了危机学习的激活[39]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

在治理能力、危机认知、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

异,又使其在相似的压力环境下做出了不同的

学习选择,呈现不同的学习内容与形式,这恰恰

说明危机学习不仅是响应上级要求的被动行

为,更是地方政府在具体情境下的主动选择。
该发现不仅呼应了“危机学习受到外部推动与

组织内部驱动共同影响”这一观点[40] ,更拓展

了压力型体制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行为的解

释力[41] 。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地方政府危

机学习的政策建议: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危机学习反映了不同

的学习层次,为此可分类施策,推动地方政府危

机学习实现“认知 行动 制度” 的逐级跃升。
针对基础认知型学习,定期总结和分享经验,促
进知识内化和传播,制定跨部门学习计划,如建

立跨部门的知识共享平台,汇集各类案例分析

和实践经验。 同时,要使其“学有所用”,鼓励

地方政府将认知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地的行动方

案。 针对整合行动型学习,应推动地方政府将

隐患排查、设备升级等行动类学习措施常态化,
避免运动式学习。 针对综合叠加型学习,应进

一步放大其示范效应,推动制度修订、结构重

塑、职能优化等纳入地方政府危机管理常规

体系。
另一方面,提升上级推动的精准性与适配

性,强化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系统性引导。
研究发现,“上级推动”类因素在 3 类危机学习

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若要提升危机学习

效能,可根据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类型实施差

异化推动策略:对于基础认知型学习,应强化高

层政治信号传递,提升地方政府问题意识;对于

整合行动型学习,可通过督查暗访、文件部署等

强化外部约束,倒逼其推进制度创新与机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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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对于综合叠加型学习,可鼓励地方政府形成

可推广的学习经验。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建设性的研究结

论,但仍有许多值得拓展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

进一步加强: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危机

学习的不同类型,但并未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

危机学习的适用条件与实际效果,未来可通过

更为严密的实证分析,对不同类型学习的适用

性与有效性展开评估。 其次,本研究虽然识别

了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生成机制,却未能揭示

各类学习的转换条件与机制。 不同类型的危机

学习之间可能存在阶段性演化,未来研究可采

用过程追踪法,识别何种情境下地方政府危机

学习会由“基础认知型”转向“综合叠加型”,以
更深入揭示危机学习的差异性。 最后,本研究

的数据时间跨度涵盖 2012—2024 年,尽管已选

取信息公开充分、材料完整的案例, 但对于

2024 年的个别案例,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可能

尚未完全展开,这对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带来潜

在影响。 未来研究可在本研究现有样本基础

上,对 2024 年的案例进行持续性跟踪与补充,
以提高研究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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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same
 

type
 

of
 

emergency,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level
 

may
 

adop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risis
 

learning,
 

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 same
 

problem,
 

different
 

responses”.
 

Drawing
 

on
 

89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this
 

study
 

employs
 

grounded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types
 

of
 

local
 

governments’
 

crisis
 

learning
 

and
 

their
 

generative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crisis
 

learning
 

based
 

o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institutional
 

learning:
 

foundational
 

cognitive
 

learning,
 

integrated
 

behavioral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ve
 

overlay
 

learning.
 

Their
 

formation
 

is
 

shaped
 

by
 

five
 

factors:
 

accident
 

attributes,
 

superior-driven
 

factors,
 

social
 

pressure,
 

self-driven
 

factors,
 

and
 

deterrence
 

and
 

punishmen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superior-driven
 

factors
 

are
 

common
 

to
 

all
 

three
 

types
 

but
 

interact
 

with
 

other
 

factors
 

to
 

produce
 

distinct
 

mechanisms:
 

the
 

“ superior-driven
 

and
 

attribute-
driven”

 

mechanism
 

for
 

foundational
 

cognitive
 

learning,
 

the
 

“ superior-driven
 

and
 

internal-external-
driven”

 

mechanism
 

for
 

integrated
 

behavioral
 

learning,
 

and
 

the
 

“ superior-driven
 

and
 

self-driven ”
 

mechanism
 

for
 

comprehensive
 

overlay
 

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ailor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crisis
 

learn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s’
 

crisis
 

learning
 

and
 

strengthen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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